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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社会福利的原则与目标

传统的工业社会,人们面对的风险都是可

预见的、呈现一定时间规律的风险,如生育、养

老,还有一些风险是自然发生的概率性事件,如

工伤、失业、疾病等,这两种风险都是外部风险,

都能以保险的方法加以解决。吉登斯把外部风

险 ( ex ternal r isk )定义为“来自外部的、因为传

统或自然的不确定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

险”[ 1] ( 22)。吉登斯认为后工业社会人们面临着人

为风险,这种风险难以预料,不能用传统的方法

加以解决。具体而言,人为风险 ( manufactured

risk)指的是“我们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组织起

来的行动框架中要积极面对的风险”[ 2] ( 157) ,是

“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

产生的风险,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

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”[ 1] ( 22)。

如何区分这两种风险? 吉登斯指出了人为

风险的三个不同点: “一是人为风险是启蒙运

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,是‘现代制度长期成熟

的结果’,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

果;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,‘无法

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,同时它们也不符

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, 控制越强的药

方’;三是其中的‘后果严重的风险’是全球性

的,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,甚至人类整

体的存在。”
[ 1] ( 155)

人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

们怎么样,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的所作所

为。

正是因为风险性质改变了,传统的福利制

度出现了危机,吉登斯认为这种危机是风险管

理的危机,并不是简单的财政危机。不可否认,

从俾斯麦时期开始发展并在贝弗里奇等人的努

力下逐步完善的福利制度曾创造了辉煌的成

就,但这种以事后补偿方式为特征的传统福利

模式,在全球化和相应的人为风险的大背景下

已危机重重。“福利国家体现的是生产主义、外

部风险、传统的家庭分工等观念。但是随着社会

经济的变化,福利国家失去了原来的基础,而解

决外部风险的手段无法解决风险。”
[ 1] (169)

在传统福利危机重重的背景下,吉登斯提

出了他的福利改革原则:无责任即无权利 ( no

r ights w ithout r esponsibilit ies)。

传统的福利国家强调公民享有福利是一种

政治权利,如威连斯基 ( Wilensky)给福利国家

下的定义:“政府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最低所得、

营养、健康、住房、教育水平,对于国民来说,这

是一种政治权利而非慈善”[3]。这种制度设计中

对公民责任的忽视导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依靠

福利,志愿失业。关于这一点,西方经济学给予

了很好的解释。假设有两个国家:一个国家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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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福利水平高,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低。那

么,高福利国家的消费和劳动的效用无差异曲

线的位置将在低福利国家的上方,即高福利国

家的公民的效用水平比低福利国家的公民高。

因此,假设同样一个单位时间的劳动,高福利国

家的雇员要求的消费补偿是 C,低福利国家的

雇员要求的是 C′,可以肯定 C> C′。若一单位时

间的劳动的报酬在 C 与 C′之间,那么高福利国

家的雇员会因其效用水平低于预期而不愿工

作,低福利国家的公民会因其效用水平高于预

期而愿意工作。所以,高福利国家一方面是一些

低报酬的工作无人做,另一方面存在大量的失

业人口。

为了改变这种状况,吉登斯主张强调责任。

他说:“个人主义不断扩张的同时个人义务也应

当延伸⋯⋯作为一项伦理原则‘无责任即无权

利’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,而且也适

用于每一个人”
[ 4] ( 69)
。在传统的福利制度中个人

有提供保险经费的责任,如果个人失去工作后,

他就有权利得到补偿而不需承担责任,可见这

就出现了无工作者的责任断层。针对这种情况,

吉登斯强调“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应当履行主

动寻找工作的义务”
[ 4] ( 68)
。“那些从社会产品( so-

cial goods)中收益的人应当负责任地利用两

者,而且应当反过来回报更广泛的社会群体。作

为公民权利( cit izenship)的一个方面,‘无责任

即无权利’的原则必须对政治家和公民、富人和

穷人、企业机构和个人同等适用。”[ 5] ( 52)。可见,

吉登斯在强调个人责任的同时也强调集体的责

任,主张个人、集体和国家一道为建设福利国家

做出贡献。

在无责任即无权利原则的基础上,吉登斯

提出了积极福利政策的主张。

如前所述,传统的福利政策主要是根据外

部风险组织起来的,用来解决已经发生的事,具

有被动性,本质上是一种风险的重新分配,其目

标是维持人的一种生存状态,不至于因遭遇风

险而陷入生存危机,因此被称为消极的福利政

策。而今面对人为风险,吉登斯提出了积极的福

利政策,“其目标是培养‘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

我’( autotelic self)⋯⋯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

不刻意回避风险或者设想‘其他人会解决这些

问题’,他们会积极地面对风险,因为后者带来

了自我实现”[ 2] ( 201)。可见传统福利政策的目标是

维护人的生存,其手段是外在的物质或现金给

付;而积极福利政策的目标是推动人的发展,其

手段是增强人自身的生存能力。

这种目标的确定来源于对幸福的重新审

视。传统的福利观局限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,

其实“幸福"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,吉登斯引用

了最出色的福利国家批评者吉尔斯·默里的研

究成果来说明这个问题,默里指出:在物质需求

的满足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,收入的提高并不

会导致更大的幸福,根据马斯洛的理论,美好生

活的关键条件是自我实现。因此,一个真正关心

国民幸福的政府应为国民的自我实现创造条

件。在传统福利国家不民主而且限制个人的自

由的情况下,吉登斯认为改革后的“积极的福利

就是要积极做出生活决定而不是消极地计算风

险”[ 1] (115)。与此相对应的政治转变是从解放政治

(生活机会的政治)转向生活政治 (生活决定的

政治或生活选择的政治)。

传统的福利政策对外部风险采取事后风险

分配制,而积极的福利政策对人为风险采取“事

先预防"的方法,即在风险出现或可能出现时,

采取防范措施。积极的福利政策的实施通常要

求国家的干预,甚至是国际或全球范围的合作。

此外,吉登斯还提出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概

念,他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替代“福利国家”这

一概念。社会投资型国家适用于推行积极福利

政策,与传统的福利国家相比,社会投资型国家

不仅关心经济福利,而且关心“心理利益的培

育”,原因是人的幸福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感受的

统一。为了提供国民自我实现的条件,社会投资

型国家的基本原则是:“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

人力资本上投资,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

助”
[ 4] (122)
。在知识经济社会,人力资本在经济活

动中居中心地位,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一方面

可实现经济增长,另一方面又能推动福利国家

的改革,总之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国家改革

的良性互动。为什么?原因是经济问题与福利问

题都可以归结为“人”的问题,解决了“人”的问

题,提高了人的生存能力,经济问题和福利问题

就都解决了,因此,在人力资本上投资是治本之

策。另外,“保险原则和对风险的预防仍然会是

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”[1] (101)。

二、社会福利具体改革主张

吉登斯根据他的社会福利原则与目标,相

应地提出了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改革主张。

首先,在解决老龄问题上,吉登斯认为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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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老年人自己的力量。随着寿命不断延长和

出生率的下降,很多学者预测负担老年系数会

越来越大,老龄问题会越来越重。吉登斯认为这

种老龄问题是一种貌似旧风险的新风险,并指

出:“从 65岁开始算老龄纯粹是福利国家的一

种创造”[ 2] ( 176) ,并且这种创造最早源于 1889 年

俾斯麦第一次确定的官方退休老龄。另外,养老

金也是福利国家的发明,其实质是一种储蓄形

式。“老年人必须由国家照料的期望创造了一种

同 样 有 害 的 依 赖 文 化 ( culture of

dependency)”[5] (40)。人到退休年龄便成为养老

金的领取者,这种人为划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具

有两个弊端:首先,老年人处于被动的接受者地

位并被视为负担,而且也确实成为了负担。其

次,这种做法不能区别对待不同的老年人。如有

的老人身体状况好,到了退休年龄以后可以继

续工作而且愿意工作,在划定了退休年龄的情

况下,他只能退休。而如果有的老人身体状况不

行,他也必须工作到退休年龄。

吉登斯认为解决老龄问题必须调动老年人

的能动性,他说:“应该把老年人视为解决当前

福利困境的推动力, 而不是困境的制造

者”
[ 2] ( 178)

,“必须创造老年人的才华和技术有用

武之地的条件”。首先要取消按年龄强制退休的

规定,实际上,美国已取消了按年龄强制退休的

规定。其次,老年人应有法定的劳动权利。总之,

老年人不能再靠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养活,而

应自己养活自己。吉登斯指出:“在传统意义上

的退休年龄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,休假,分阶段

退休以及退休预演都有可能出现”[2] ( 191) ,在劳动

力市场上的更加灵活的进出机制有利于提高劳

动力的素质和生活质量,有利于享受更大的幸

福。

其次,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,吉登斯认为应

从减少社会排斥着手。“平等和不平等的分界线

是自我实现( self-realization)”
[ 5] ( 90)

,新的政治学

把平等定义为‘包容性’,而把不平等定义为‘排

斥性’⋯⋯‘包容性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

员不仅在形式上,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

有的民事权利、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,它还

意味着机会以及公共空间中的参与[ 4] ( 107)。排斥

有两种: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,

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。根据定义,

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要解决排斥问题,以

提高被排斥者的“社会能力”。相应的方法是:

一、限制精英的志愿排斥;二、提高社会底层人

民的抗排斥的能力。

吉登斯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有: 1.重建公

共领域。在贫富差距的扩大无法阻挡时,重建公

共空间可以增强上层与下层的对话,营造公共

生活的环境。2.利用福利制度调节再分配。但这

种福利制度必须能造福大多数人,并产生一种

公民的共同道德。3.加强教育和培训。托尼·布

莱尔的“教育、教育、教育”已成为一句众所周知

的名言。4.以社区为中心开展扶贫。支持当地的

项目,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重问题。

再次,在对贫困国家的援助问题上,吉登斯

主张应结合贫困地区实际,提高贫困地区的抗

贫困能力。以往对贫困国家的援助大多是经济

援助,这种财富的转移并没有解决贫困国家的

贫穷问题,反而引起了对富裕国的依赖。吉登斯

指出,这种依赖与福利国家内部的国民对福利

制度的依赖相似,引发的问题(如项目的实际受

益者并不是原来设想的那些人,被援助对象的

道德受到破坏)与福利国家内部的问题相似。如

何解决?吉登斯提出了一个“可供替代的发展方

案: 从一些地方或者许多地方的既有政策中汲

取营养的一种能动性政治方案。”[ 2] (164) ,简单的

说就是立足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,培养其自力

更生的能力,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发挥当地人民

的聪明智慧,尊重当地的传统。

三、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

虽然有批评认为吉登斯的福利思想是老生

常谈,毫无用处。但值得肯定的是:面对全球化、

知识经济的大环境,吉登斯敏锐地指出了福利

国家的危机是风险管理危机,并提出了全新的

原则、目标和政策。其大致的框架是:在人为风

险占主导的全球化环境下,必须采取积极的事

先预防的办法,发挥国家、集体和个人的主动性

和责任感,从解放政治转向提供多种机会的生

活政治,采取国家、集体和个人高度参与、共担

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,建立一种以人力资源开

发为基础的经济与福利良性发展的社会投资型

国家。不足的是,作为“第三条道路政治”的一部

分,他的福利改革思想并不具有系统性,也不像

贝弗里奇计划一样具有可操作性。但如果说贝

弗里奇计划是对当时的福利政策的定位,那么

从某种意义上说,吉登斯的福利改革思想是对

当前福利国家改革方向的定位。

很多学者认为布莱尔政府的政策受到了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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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因素的影响,如撒切尔主义、克林顿政府的政

策以及澳大利亚工党的政策等。但布莱尔提倡

的“第三条道路”的深层理论动因却是吉登斯的

社会结构化学说和现代性批判学说[ 6] ,因此吉

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不能不对布莱尔产生影

响。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:一是对布

莱尔的第二代福利思想的影响。布莱尔认为:第

二代福利是要给人以扶持而不仅仅是施舍,福

利应是成功的跳板,而不仅仅是安全网,这体现

了吉登斯的“积极福利”思想;第二代福利能适

应妇女从家庭走向工作的趋势,强调公民身份

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之上,这符合“无责

任即无权利”原则;第二代福利鼓励地方决策,

鼓励公共部门与私人合作,而不仅仅是政府发

号施令,这体现了吉登斯的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共

建福利国家的思想。[7]二是对布莱尔政府的福

利政策的影响。布莱尔政府于 1998年 10 月推

出了全面改革福利制度的总体规划,这一规划

的总体原则是“有付出才能有所得”,总体思路

是“为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就业机会,为失去工

作能力的人提供生活保障”。[ 8]可以说这一规划

很好地体现了吉登斯的“无责任即无权力原则”

和“积极福利”的思想。

数据显示,吉登斯的福利思想在英国的实

践中已取得显著成效。工党减少补贴、增加教育

和培训的政策以及“从福利转向工作计划( wel-

fare-to-work schemes)”, 使英国在 1999 年的

就业率达到 75% ,而整个欧洲的平均就业率为

61% ; [9]同年英国的失业率也大大低于欧盟的

平均水平,英国的失业率为 4. 3% ,而欧盟 15

国的平均失业率则为 9. 2%。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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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Anthony Giddens' Welfare Thought

ZHOU T ao, WANG Ping

( Dep t. of S ociology, H UST , Wuhan 430074, China)

Abstract: Acco rding to Anthony Giddens, the risk that the w el fare state faces is manufactured

risk, and the cr isis that the w elfare state faces is no t simply f inancial crisis, but crisis of risk m anage-

ment . T herefore, he suggests that the U. K. should t ransfo rm its po licy o f passive w elfare to po licy of

po sit ive w elfare, and he em phasizes the new principle o f “no rights w ithout responsibilit ies”, w hich

implies that the individuals, the g roups and the state should w ork to gether to build a social inv estment

state.

Key words : manufactured risk; positive welfare; social investm ent stat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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